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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理论和基于高新技术企业认定政策的准自然实验分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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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 本文研究企业与上下游伙伴之间形成的贸易网络中的创新溢出效应。 首

先构建一个生产网络与创新溢出模型, 再以高新技术企业认定政策构造外生冲击,
基于中国上市公司的供应商—客户贸易网络数据进行实证检验。 研究发现, 贸易伙

伴的技术改进显著提升了企业的创新水平, 即创新可以沿着企业贸易网络溢出,
且该效应随着企业与其贸易伙伴之间贸易时间的延长以及企业自身吸收转化能力

的提高而增强。 此外, 网络中的创新溢出具有双向和高阶特征。 一方面, 供应商

创新通过降低成本的渠道促进了下游企业的创新投资, 但由于投入的替代性和专

用性, 客户创新未能通过增加产出的渠道激励上游企业的研发创新; 另一方面,
高阶贸易伙伴的创新水平提升同样显著促进了企业的研发创新, 且这一关系仍仅

对高阶供应商显著。 本研究为利用企业贸易网络破解企业创新困境提供了重要

启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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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 引言与文献述评

技术创新是企业保持长期竞争优势和实现稳定增长的关键因素 ( Porter,
1992) [1] 。 然而, 创新活动的外部性、 高风险和高成本特征以及生产要素的错配等

问题使得企业技术研发的市场有效供给不足 (郭玥, 2018) [2] 。 对此, 企业越来越

倾向于吸收外部知识溢出, 并将其同内部创新要素整合到统一框架中进行知识的开

发、 保持和利用 ( Chesbrough, 2003) [3] 。 作为信息获取和传递的重要媒介, 外部

网络是否以及如何为企业带来外部知识溢出已成为学者关注的重要问题。 例如,
Acemoglu 等 (2016) [4] 认为技术进步是自力更生的过程, 某部门的技术改进会推

1

《国际贸易问题》 2022 年第 12 期

[收稿日期] 2022-04-15
[基金项目] 国家自然科学基金面上项目 “价值链网络演进与中国创新增长: 理论机制、 实证及政策研究”

(72273034); 上海市哲学社会科学规划课题 “全球大流行与全球价值链: 影响、 机制及中国应

对” (2021BJL001)
[作者信息] 程大中: 复旦大学经济学院教授; 汪宁 (通讯作者): 复旦大学经济学院博士研究生, 电子信

箱
 

ningww1994@ 163. com



动有应用联系的相关部门的未来科技创新, 从而描述了知识在创新网络中的溢出。
此外, 还有一些研究探讨了跨国公司分支网络、 发明家网络、 社会网络等的知识溢

出 (Bilir
 

and
 

Morales, 2020[5] ; Zacchia, 2020[6] ; Arieli
 

et
 

al. , 2020[7] )。
然而, 鲜有研究讨论知识在企业与其上下游伙伴之间形成的贸易网络中的溢

出。 对这一问题的探讨在日渐以生产和贸易网络为典型特征的现代专业化分工与

循环经济中尤为重要。 如图 1 所示, 与 2009 年相比, 2013 年中国上市公司的贸

易网络变得更加密集, 说明贸易网络对现代企业的创新决策有着越来越不可忽视

的重要作用。 基于上述背景和特征事实, 本文讨论了贸易伙伴 (供应商、 客户)
创新通过企业贸易网络在上下游企业间的溢出。 首先在 Acemoglu 和 Azar
(2020) [8] 的生产网络模型设定中引入 Aghion 等 (2019) [9] 关于企业创新的分

析, 构造一个生产网络与创新溢出模型。 再以高新技术企业 ( 以下简称 “ 高

企” ) 认定政策作为一项准自然实验, 基于双重差分模型和中国上市公司供应

商—客户贸易网络数据进行实证检验。 本研究为国家实施创新驱动发展战略奠定

了坚实的微观基础。

图 1　 中国上市公司贸易网络演变①

本文与两支文献密切相关。 第一支文献是关于网络与知识溢出的研究。 自

Marshall (1890) [10] 指出知识溢出在解释集聚带来生产率提升上的关键作用后, 知

识溢出理论已经在产业创新、 地理集聚、 国际贸易、 经济增长等经济理论中占据重

要位置。 然而, 知识在代理人或组织间溢出的具体机制仍不清晰。 最近的研究开始

在网络的框架内讨论知识在网络主体间的溢出, 如创新网络 ( Acemoglu
 

et
 

al. ,
2016)、 跨国公司网络 ( Bilir

 

and
 

Morales, 2020)、 发明家网络 ( Zacchia, 2020)、
社会 网 络 ( Arieli

 

et
 

al. , 2020 ) 等。 与 本 文 最 密 切 相 关 的 是 Isaksson 等

(2016) [11] 、 Chu 等 (2019) [12] 以及陈胜蓝和刘晓玲 (2021) [13] 对供应链中客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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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上市公司贸易网络由企业节点 (上市公司及其上游供应商和下游客户) 和节点间的连边 (企业间

具有供应、 销售关系) 组成。 该网络是有向网络, 即企业与其上游供应商和下游客户的贸易涉及不同的

方向。



知识溢出的研究。 然而, 相关文献仅关注了直接客户创新通过地理邻近、 知识转移

等渠道的上游溢出, 忽视了供应商创新通过成本降低渠道的下游溢出以及网络中创

新溢出的高阶特征。
第二支文献是关于企业贸易网络冲击的溢出效应的研究。 这方面的研究主要考

察了对某部门的外生生产率冲击、 技术冲击、 需求冲击或某地区的交通基础设施改

进、 自然灾害突发等事件如何通过企业贸易网络的投入产出联系溢出到整体经济

(Acemoglu
 

et
 

al. , 2012[14] ; Carvalho
 

et
 

al. , 2021[15] ; Dhyne
 

et
 

al. , 2021[16] )。 然

而, 这些研究均未涉及企业的创新决策。 基于此, 本文借鉴 Aghion 等 (2019) 关

于企业创新的分析, 在创新投资引致企业边际利润和边际成本变化的两难冲突中内

生最优研发投资 (或生产技术), 为企业贸易网络中的创新溢出提供一个合理的理

论解释。 此外, 由于数据的限制, 相关经验研究多在美国、 日本、 比利时、 哥斯达

黎加等国家展开, 来自中国的经验证据较为不足。
本文的边际贡献主要体现在以下三个方面: 首先, 尽管已有学者考察供应链中

的创新溢出, 但均以双边贸易关系为对象, 仅关注直接客户的创新溢出。 与此不

同, 本文强调创新在企业贸易网络中溢出的双向性和高阶性, 拓展了企业主体间创

新行为互动的维度。 其次, 通过构建生产网络与创新溢出模型, 在理论上揭示了创

新在企业贸易网络中溢出的机制。 最后, 利用高企认定政策构造外生冲击, 使用双

重差分方法较为有效地识别了企业贸易网络中的创新溢出, 为利用企业贸易网络破

解创新困境提供了重要启示。

二、 理论模型与假说

为了刻画企业贸易网络中贸易伙伴的创新水平, 以及通过何种机制影响企业的

创新行为, 本文沿用 Acemoglu
 

和
 

Azar ( 2020) 的生产网络模型设定, 并结合

Aghion
 

等 (2019) 关于企业创新的分析, 构建生产网络与创新溢出模型。
(一) 模型构建

1. 家庭偏好

假设经济中有 n∈N (N= {1,
 

2, …,
 

N} ) 个企业, 其经营利润归家庭。 家

庭通过向企业提供劳动获得工资, 并将收入所得用于最终品消费。 每个家庭拥有一

单位劳动禀赋, 工资标准化为 1。 效用函数为柯布—道格拉斯 ( Cobb - Doglas,
C-D) 形式:

U(D1, D2, …, DN) = ∏
N

i = 1
(Di)

βi (1)

其中, Di 表示代表性家庭对最终品 i 的消费, βi ∈ (0, 1) 表示产品 i 在代表性

家庭偏好中的权重, 满足 ∑
N

i = 1
βi = 1。 家庭的预算约束为:

∑
N

i = 1
P iDi = 1 + λΠ (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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其中, P i 是产品 i 的价格, Π 是企业总利润, λ 是家庭获得总利润的比例。
2. 企业生产

假设代表性企业使用劳动力 (L) 和中间投入 (X) 生产单一异质性产品。 该

产品既可以作为最终品用于家庭消费, 也可以作为中间品用于异质性产品的再生

产。 根据 Acemoglu
 

和
 

Azar (2020), 假定生产技术为希克斯中性的柯布—道格拉

斯 (Hicks-Neutral
 

Cobb-Doglas, H-N
 

C-D) 形式:

Yi = F i(Li, X ij) = 1

αi
αi∏

N

j = 1
ωij

ωij

AiLi
αi∏

N

j = 1
X ij

ωij (3)

其中, Yi、 Li、 X i j 分别表示企业 i 的产出、 使用的劳动投入以及来自企业 j 的
中间投入, Ai 表示希克斯中性生产率。 参数 ωij 是企业 i 使用的来自企业 j 的中间

投入 (X ij) 占企业 i 全部产出的比重, 由经济的生产网络结构决定, 参数 αi 表示

企业使用劳动投入的强度, 并且 0 ≤ ωij ≤ 1, 0 ≤ αi ≤ 1, αi + ∑
N

j = 1
ωij = 1。

3. 市场结构

与 Acemoglu 和 Azar (2020) 等的研究一致, 本文引入资源错配或要素扭曲 μ
(μ>1), 它可能由税收、 管制、 合约摩擦、 信贷市场不完美或加成导致。 从而企业

的定价法则是边际成本加成定价:
P i = μC i (4)

其中, C i 表示企业 i 的边际成本 (或平均成本)。 这里假定扭曲的资源有两种

去向: 一是企业创新投资, 二是企业以经营利润形式获得并返还给家庭。
4. 企业创新决策

借鉴 Aghion 等 (2019) 的思想, 如果企业进行创新投资, 则其实际边际成本

会降至基准边际成本以下, 假定降低的程度为创新投资的一定比例 ε, 即满足:

C i =
B i

εiK i
(5)

其中, K i>1, 表示企业 i 的实物创新投资, B i 表示企业的基准边际成本, 即不

进行创新投资时的边际成本。 εi 与企业创新成功的概率 ηi 有关, 即符合 εi = ε
(ηi)①。 此外, 为简化起见, 假定创新成本是创新投资 K i 的一次函数, 即 δK i (δ>
0)。 对于基准边际成本为 B i 的企业而言, 它将选择最优创新投资 K i, 最大化包含

创新决策的总利润, 且满足一阶条件:
MΠ i(B i, K i, ηi) = MK i(K i) (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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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里说明两点: 第一, ηi 只取 1 和 0 两个值, 即企业创新只有成功和失败两种可能。 若创新成功 (即

ηi 取 1), 则 εi>1; 若创新失败 (即 ηi 取 0), 则 εi = 1 /
 

Ki。 第二, ηi 同外生技术冲击有关, 这与经验分析

使用的政策冲击具有一致性。 此处引入外生技术冲击的目的是为本文的静态模型设置一个起始点, 即初始外

生技术冲击引致的特定企业的技术改进可以激励上下游企业的研发投资, 并进一步通过企业贸易网络溢出到

高阶的上下游企业。



其中, MΠ i 是边际利润, 为基准边际成本 B i、 创新投资 K i 和创新成功概率 ηi

的函数, MK i 是边际创新成本, 为 K i 的函数。
5. 均衡

根据对上述生产网络经济中偏好、 生产和创新的假设, 可以定义均衡为一组向

量 (P∗,
 

D∗,
 

L∗,
 

X∗,
 

Y∗, K∗), 满足一系列均衡条件①。
(二) 模型分析

1. 求解均衡边际成本和价格

结合前述模型设定, 并定义 pi = lnP i, ci = lnC i, ki = lnK i, ai = lnAi, ζi = lnεi, m
= lnμ, 可以得到均衡边际成本、 价格以及对应的矩阵形式②:

ci = ∑
N

j = 1
(ωijp j) - ki - ai - ζi (7)

pi = ∑
N

j = 1
(ωijp j) + m - ki - ai - ζi (8)

p =(I - Ω) -1(m - k - a - ζ) = Η(m - k - a - ζ) (9)
其中, p= (p1, p2, …,

 

pN) ′、 k= (k1, k2, …,
 

kN) ′、 m=m1、 a = (a1, a2,
…,

 

aN) ′和 ζ= (ζ1,
 

ζ2, …,
 

ζN)′分别是均衡价格、 创新投资、 加成系数、 生产率

和创新投资作用强度对数列向量, 1 是单位列向量, I 是单位矩阵, Ω = [ωij] 是

直接投入系数矩阵, H= (I-Ω) -1 = [hij] 是关于 Ω 的里昂惕夫逆矩阵 (Leotief
 

In-
verse) 或总投入系数矩阵。 据此, 针对特定的企业 i, 均衡边际成本和价格可以重

新表述为:

ci = ( - ki - ai - ζi) + ∑
N

j = 1
(hij -1 j = i)(m - k j - a j - ζ j) (10)

pi = (m - ki - ai - ζi) + ∑
N

j = 1
(hij -1 j = i)(m - k j - a j - ζ j) (11)

其中, 1 j= i 是 j= i 的指示函数, j= i 时为 1, 否则为 0。
2. 求解均衡创新投资

当 μ→1 时, CES 效用函数退化为本文的 C-D 形式, 那么产品替代弹性 μ / μ-1
也是产品需求的价格弹性, 从而有 Yi = P i

-(μ / μ-1) 。 将其和式 (4)、 (11) 带入式

(6), 可以得到与均衡创新投资有关的方程:

- m -
pi

em - 1
= lnδ + ki (12)

式 (12) 表明, 均衡创新投资与价格成反比例关系, 且创新是异质性的选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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家庭效用最大化, 企业基准边际成本最小化, 企业总利润最大化, 市场可竞争性, 市场出清。
限于篇幅, 式 (7)、 (8) 的具体推导过程可登录对外经济贸易大学学术刊物部网站 “刊文补充数据查

询” 栏目查阅、 下载。 为使模型更加简洁, 均衡时的内生变量均未加∗。



3. 供应商创新溢出

对式 (10) 和 (11) 求全微分, 可以得到均衡价格、 边际成本与创新投资的

关系:

由式 (13) 可知, 创新投资对均衡价格、 边际成本的影响可以分解成两部分:
一是企业自身的负向影响 (own

 

effect), 二是供应商的负向影响 ( supplier
 

network
 

effect)。 此外, 由于 hij 是总投入系数, 此处的供应商既包括直接供应商, 还包括

间接供应商。 进一步地, 将式 (12) 左右两侧对企业自身价格、 边际成本求导,
可以观察生产网络中的成本降低机制如何影响企业创新, 整理得:

ki

ci
=

ki

pi

= - 1
em - 1

< 0 (14)

式 (14) 表明, 企业自身价格、 边际成本降低会激励其创新投资。 综合式

(13) 和 (14) 可以发现, 供应商创新通过降低边际成本的渠道沿着生产网络溢出

到下游企业。 并且供应商创新溢出具有高阶性质, 即包括直接溢出和间接溢出。
4. 客户创新溢出

根据均衡条件, 并定义 yi = lnYi, 可以得到均衡产出①:

dyi = ∑
N

j = 1

ω^ ji

em
dy j + eki-yidki +

λδβie
-pi-yi

(1 - λ) ∑
N

j = 1
ek jdk j (15)

其中, ω^ ji = emP iX ji / P iYi , 是企业 i 流向企业 j 的中间投入 (X j i) 占企业 i 全部

产出的比重, 且 0 ≤ ω^ ji ≤ 1。 进一步地, 将上式表述成矩阵形式:

dy =(I - e -mΩ̂) -1Λdk = H^ Λdk (16)

其中, y= (y1, y2, …,
 

yN)′是均衡产出对数列向量, Ω̂ 是以 ω^ ji 为基本元素的

矩阵, H^ =(I - e -mΩ̂) -1 = [h^ ji] 是 Ω̂的里昂惕夫逆②。 因此, 对特定企业 i, 式 (16)
可以简化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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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文考察产出扩张路径时, 关闭成本降低渠道, 即假定边际成本不随创新投资变化。

②Λ 的具体形式为: Λ=

e
k1-y1 +

λδβ1e
k1-p1-y1

(1-λ) 　 …　
    

　 　
λδβ1e

kn-p1-y1

(1-λ)

　 　 　 　 ︙　 　 　 　 ⋱　 　 　 　 　 ︙

　 　
λδβne

k1-pn-yn

(1-λ) 　 　 …　 　 e
kn-yn+

λδβne
kn

 -pn-yn

(1-λ)

( ) 。



由式 (17) 可知, 创新投资对均衡产出的影响可以分解成三部分: 一是企业

自身的正向影响 (own
 

effect), 二是客户的正向影响 (customer
 

network
 

effect), 由

于 ĥij 是总供给系数, 此处的客户既包括直接客户, 还包括间接客户, 三是资源约

束效应 (resource
 

constraint
 

effect)①。 进一步地, 将式 (12) 左右两侧对企业自身

产出求导, 可以观察生产网络中的产出扩张机制如何影响企业创新, 整理得:
ki

yi

= 1
em

> 0 (18)

式 (18) 表明, 企业自身产出的增加会激励其进行创新投资, 综合式 (17)
和 (18) 可以发现, 客户创新通过增加产出的渠道沿着生产网络溢出到上游企业。
并且客户创新溢出具有高阶性质, 即包括直接溢出和间接溢出。

基于上述分析, 本文提出如下假说: 创新可以沿着企业贸易网络溢出。 具体来

说, 供应商创新通过降低边际成本的渠道沿着网络溢出到下游企业, 而客户创新通

过增加产出的渠道沿着网络溢出到上游企业。 并且, 企业贸易网络中的创新溢出具

有高阶性质, 即包括直接溢出和间接溢出。

三、 政策背景、 识别策略及变量

(一) 政策背景

本文利用高企认定政策构造外生冲击, 研究对象是贸易伙伴被认定为高企的相

关企业。 根据科技部、 财政部和国家税务总局在 2008 年发布的 《高新技术企业认

定管理办法》 (以下简称 《办法》 ), 企业被认定为高企后, 可以享受一系列政策

优惠, 如 15%的所得税优惠税率、 研发支出在计算所得税时加计扣除、 星火计划、
火炬计划和 863 计划等项目的资金支持以及各项创新补贴、 土地优惠、 贷款贴息

等。 同时, 后文的政策冲击强度检验和相关研究均表明, 《办法》 显著提升了企业

的研发创新水平 (杨国超和芮萌, 2020[17] ; Chen
 

et
 

al. , 2021[18] )。
根据 《办法》, 认定高企在可量化的客观标准和不可量化的主观标准上具有一

定门槛②。 一个担忧是, 高企认定政策对直接被认定企业可能有一定的内生性。 事

实上, 本文关注的核心不是政策的直接效应, 而是政策冲击直接被认定企业 (贸

易伙伴企业) 对上下游企业 (研究对象企业) 的溢出。 高企认定政策的外生性体

现在企业无法预测其贸易伙伴是否能获得认定。 通常情况下, 企业间的业务往来往

往基于长期的合约, 而贸易伙伴能否在合约期间内获得认定确实很难被企业在签订

合约前就提前预测到。 因而, 高企认定政策对贸易伙伴研发创新的影响, 对企业而

言就形成了一个相对外生的准自然实验。 由此, 可以利用冲击导致的贸易伙伴创新

变动识别贸易伙伴创新经由企业贸易网络的溢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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反映了创新投资对代表性家庭预算约束的影响, 即创新投资来自企业利润, 会减少用于家庭私人消费

的资源。
例如, 高新技术产品 (服务)、 研究开发费用以及科技人员占比需要超过一定比例。



(二) 识别策略及变量

基于前文的理论模型与假说, 本文构造以下双重差分模型识别企业贸易网络中

的创新溢出效应:
 

INit = α + βTP it + γX it + ti + pt + ηo + δ j + λr + εit (19)
其中, INit 表示企业的创新水平, 以产出端的专利申请数目表示, 取原值加 1

的自然对数。 TP it 表示因企业而异的处理虚拟变量, 若企业 i 在第 t 期开始有贸易

伙伴被认定为高企, 则代表企业 i 进入处理期, 若年份大于等于 t, 则 TP it 取 1, 否

则取 0。 X it 表示控制变量, 首先控制企业自身受到的政策冲击 (PTit)①, 然后引入

了企业年龄 (Ageit, 当前年份与成立年份之差加 1 的对数)、 企业规模 (Sizeit, 总

资产的对数)、 现金资产比率 (Cashit, 现金及现金等价物占总资产比例)、 总资产

周转率 (Sigrit, 营业收入占总资产比例)、 固定资产比率 (Capitalit, 固定资产占

总资产比例)、 研发投入 (Rdit, 研发投入加 1 的对数)、 政府补助率 ( Subsidyit,
政府补助占总资产比例)、 出口倾向 (Exportit, 若出口则取 1, 否则取 0)、 多元化

经营倾向 (Divit, 若跨行业经营单元数大于 1 则取 1, 否则取 0)、 竞争势力 (Mar-
kit, 营业收入除以营业成本) 和行业市场集中度 (HHIit, 赫芬达尔·赫希曼指

数)。 此外, ti、 pt、 ηo、 δ j 和 λr 分别表示企业、 时间、 所有制、 行业和地区固定

效应②, εit 表示随机扰动项。
最后, 为构建上述变量, 本文使用了 2009—2013 年中国上市公司数据, 包括

四个部分: 一是从上市公司年报得到的前五大供应商、 客户贸易数据, 用于识别上

市公司的贸易伙伴和构建企业贸易网络; 二是中国研究数据服务平台的企业专利数

据; 三是高企认定数据, 上市公司来自国泰安数据库, 非上市公司来自全国企业税

收调查数据; 四是国泰安数据库的企业财务数据, 用于得到控制变量。 此外, 为避

免异常值的影响, 本文对所有连续型变量进行了上下 1%的缩尾处理。

四、 实证结果与分析

(一) 基准回归

表 1 汇报了基准回归结果。 从全样本看, 仅控制固定效应时, TP it 的系数显著

为正, 说明政策冲击使得贸易伙伴被认定为高企的相关企业的专利申请相比于贸易

伙伴均为非高企的其他企业显著提升。 具体而言, 贸易伙伴获得认定促使企业的专

利申请增加 30. 6%。 在添加控制变量后, TP it 的系数虽然有所降低, 但仍然在 5%
的统计水平上显著。

从供应商和客户子样本看, 供应商的技术改进显著激励了企业的创新行为, 而

客户获得认定虽然也对企业的专利申请产生了正向影响, 但估计系数并不显著。 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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即若企业 i 在第 t 期被认定为高企, 且年份大于等于认定时间, 则 PTit 取 1, 否则取 0。

 

企业所有制类型包括国有、 民营与外资三种, 所属行业基于中国证监会发布的 《上市公司分类与代

码》 (2012 年版) 1 分位行业划分确定, 所属地区涉及 31 个省、 区、 市。



此, 本文在机制分析部分进一步探讨企业贸易网络中不存在客户创新溢出的原因。
本文基于中国数据的发现同 Acemoglu 等 (2015) [19] 对美国行业和 Lane (2017) [20]

对韩国行业的研究结果类似。 此外, 自身被认定为高企以及成立年限短、 规模大、
固定资产比率低、 研发投入高、 政府补助多、 出口倾向高、 多元化倾向低的企业具

有更高的创新水平, 符合预期。

表 1　 基准回归结果

变量
全样本 供应商 客户

(1) (2) (3) (4) (5) (6)

TPit
　 0. 306∗∗∗ 　 0. 123∗∗ 　 0. 583∗∗∗ 　 0. 322∗∗∗ 　 0. 054 　 0. 005
(4. 67) (2. 09) (5. 68) (3. 39) (0. 61) (0. 07)

PTit
0. 999∗∗∗ 0. 984∗∗∗ 0. 956∗∗∗

(18. 23) (11. 51) (15. 71)

Ageit
-0. 132∗∗∗ -0. 152∗∗ -0. 157∗∗∗

( -2. 78) ( -2. 10) ( -2. 94)

Sizeit
0. 381∗∗∗ 0. 448∗∗∗ 0. 322∗∗∗

(18. 87) (14. 68) (14. 85)

Cashit
0. 036 0. 362∗ -0. 058

(0. 29) (1. 91) ( -0. 41)

Sigrit
0. 156∗∗∗ 0. 235∗∗∗ 0. 097∗

(3. 11) (3. 04) (1. 78)

Capitalit
-0. 751∗∗∗ -1. 049∗∗∗ -0. 582∗∗∗

( -5. 64) ( -4. 93) ( -3. 96)

Rdit
0. 014∗∗∗ 0. 010∗∗ 0. 013∗∗∗

(4. 84) (2. 33) (3. 92)

Subsidyit
7. 421∗∗∗ 9. 620∗∗ 7. 975∗∗∗

(3. 37) (2. 39) (3. 28)

Exportit
0. 051 0. 051 0. 085∗

(1. 16) (0. 75) (1. 72)

Divit
-0. 169∗∗∗ -0. 207∗∗∗ -0. 093∗∗

( -4. 14) ( -3. 27) ( -2. 04)

Markit
0. 009 -0. 079 0. 037

(0. 22) ( -1. 19) (0. 78)

HHIit
-0. 193 1. 038 -0. 607

( -0. 27) (0. 89) ( -0. 79)

常数项
-0. 044 -8. 041∗∗∗ 0. 135 -9. 470∗∗∗ 1. 422∗∗∗ -5. 684∗∗∗

( -0. 46) ( -17. 01) (0. 78) ( -12. 82) (14. 16) ( -11. 82)

固定效应 是 是 是 是 是 是

N 4
 

002 4
 

002 1
 

834 1
 

834 3
 

058 3
 

058

R2 0. 258 0. 421 0. 294 0. 461 0. 254 0. 403

注: 括号中是 t 值, 使用稳健标准误;∗∗∗ 、∗∗ 、∗分别表示 1%、 5%和 10%显著性水平。 若无特殊说明, 下表
同。 限于篇幅, 下表省略了控制变量和常数项的估计结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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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 稳健性检验

第一, 政策冲击强度检验。 一项合适的政策应有足够的强度影响企业行为

(Atanasov
 

and
 

Black, 2016) [21] 。 在本文中, 高企认定政策应能显著激励贸易伙伴

的创新。 根据表 2 的第 (1) — (4) 列, 无论使用何种创新指标 (取对数), 政策

均显著激励了直接被认定企业的创新, 且冲击的强度较大①。 并且, 这一结论在杨

国超和芮萌 (2020)、 Chen
 

等 (2021) 等的研究中也得到证实。 此外, 根据表 2
的第 (5) — (7) 列, 高企认定政策主要通过政府补贴 (取对数)、 税收减免

(%) 和利率优惠 (%) 提高了获得认定企业的创新水平。

表 2　 政策冲击强度及影响渠道检验

变量
专利申请 专利授权 专利引用 研发投入 政府补贴 税率 利率

(1) (2) (3) (4) (5) (6) (7)

PTit
　 1. 006∗∗∗ 　 0. 876∗∗∗ 　 0. 556∗∗∗ 　 3. 210∗∗∗ 　 0. 221∗∗∗ 　 -6. 957∗∗∗ 　 -0. 009∗∗∗

(18. 40) (17. 25) (11. 28) (10. 71) (3. 74) ( -42. 11) ( -4. 48)

控制变量 是 是 是 是 是 是 是

固定效应 是 是 是 是 是 是 是

N 4
 

002 4
 

002 4
 

002 4
 

002 3
 

815 3
 

879 3
 

285

R2 0. 420 0. 402 0. 411 0. 435 0. 427 0. 656 0. 084

注: 第 (4)、 (5) 列的因变量分别为研发投入和政府补贴, 不再作为对应列的控制变量引入。

第二, 平行趋势检验。 双重差分策略有效的重要前提是平行趋势假设, 即若不

存在高企认定政策, 则处理组和控制组企业的创新水平有相似的变化趋势。 对此,
使用事件研究法验证, 设定如下计量回归模型:

INit = α + ∑
4

τ = -3
βτTP i, t +τ + γX it + ti + pt + ηo + δ j + λr + εit (20)

其中, βτ 是需要重点关注的参数。 图 2 的 (a)、 (b) 是根据 90%的置信区间

绘制的 βτ 的估计值。 可以看出, βτ 在政策实施前三年和当年均不显著, 而在政策

实施后四年基本均显著大于 0, 表明本文的双重差分模型设定基本通过了平行趋势

检验。 并且, 上述结论在供应商子样本中更为明显。
第三, 安慰剂检验。 一是随机改变政策处理时间, 即对处理组的每个企业, 从

2009—2013 年随机抽取一个虚假的政策处理时间 (其贸易伙伴获得认定的时间),
结果见图 2 (c)、 (d); 二是随机生成处理组, 即对 2009—2013 年的每一年, 从全

部企业中随机抽取与初始样本数目相同的虚假处理企业 (假定这些企业当年在处

理期), 结果见图 2 (e)、 (f)。 上述两个过程均重复 500 次, 我们发现, 图 2 的回

归系数大于基准回归中参数值的比例均不超过 10% (分别为 7. 2%、 0. 4%、 2. 8%、
1%), 表明本文的双重差分模型设定基本通过了安慰剂检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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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本文还对政策的直接效应 (以专利申请为例) 进行了平行趋势检验、 安慰剂检验和 PSM 方法匹配控制

组检验, 结果符合预期, 表明了政策的有效性, 限于篇幅, 具体检验结果查阅同前。



图 2　 平行趋势检验与安慰剂检验

第四, 倾向得分匹配方法 ( Propensity
 

Score
 

Matching, PSM)。 具体来说, 将

控制变量作为匹配变量, 按照倾向得分进行一对一近邻匹配。 协变量非平衡检验结

果表明, 匹配得到的控制组和处理组在重要的可观测特征上不存在显著差异。 此

外, 由表 3 可知, 在全样本和供应商子样本中, 使用 PSM 方法重新匹配控制组后,
基本研究结论仍然成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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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3　 重新匹配控制组

变量
全样本 供应商

(1) (2) (3) (4)

TPit
0. 207∗∗∗ 0. 120∗ 0. 315∗∗∗ 0. 200∗∗

(2. 79) (1. 74) (3. 21) (2. 09)

控制变量 否 是 否 是

固定效应 是 是 是 是

N 2
 

968 2
 

968 1
 

658 1
 

658

R2 0. 239 0. 377 0. 296 0. 410

第五, 工具变量 ( IV) 检验。 首先, 根据 Bramoullé
 

等 (2009) [22] 对社会网
络同伴效应的研究, (一阶) 间接同伴的基本特征相对外生, 且其和直接同伴的行

为结果有关。 借鉴这一思想, 本文使用 (一阶) 间接贸易伙伴的基本特征①作为工

具变量。 此外, 本文还使用滞后一期政策冲击以及企业所在年度—行业 (3 分位)
的平均政策冲击作为工具变量。 由表 4 可知, 使用工具变量后, 基准回归的结论仍

然成立。

表 4　 工具变量回归

项目

全样本 供应商

Bramoullé
 

等(2009) 滞后一期 IV 年度—行业
IV

Bramoullé
 

等(2009) 滞后一期 IV 年度—行业
IV

(1) (2) (3) (4) (5) (6)

IV_TPit
3. 982∗ 　 0. 448∗∗∗ 　 2. 778∗∗∗ 　 1. 712∗ 　 0. 866∗∗∗ 　 2. 106∗∗∗

(1. 92) (3. 36) (5. 79) (1. 67) (3. 61) (5. 78)

控制变量 是 是 是 是 是 是

固定效应 是 是 是 是 是 是

N 938 2
 

051 4
 

002 430 761 1
 

834

R2 -0. 316 0. 460 0. 098 0. 474 0. 534 0. 355

First-stage
 

β
 

value 　 0. 542∗∗∗ 　 0. 328∗∗∗ 　 0. 578∗∗∗ 　 0. 413∗∗∗

(22. 50) (9. 73) (13. 69) (12. 11)

First-stage
 

F
 

test 12. 0∗∗∗ 506. 33∗∗∗ 94. 76∗∗∗ 26. 3∗∗∗ 187. 51∗∗∗ 146. 55∗∗∗

Underidentification
 

test (K-P
 

LM) 8. 279 317. 986 82. 628 21. 411 123. 060 115. 493

Weak
 

identification
 

test (C-D
 

Wald
 

F) 1. 083 1567. 398 90. 211 2. 926 680. 773 151. 523

Overidentification
 

test (Hansen
 

J) 5. 045 12. 52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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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们使用了与核心解释变量 TPit 相关程度较高的 (一阶) 间接贸易伙伴的若干基本特征, 包括是否为

高企、 企业规模、 固定资产比率、 研发投入、 出口倾向、 多元化经营倾向、 竞争势力和行业市场集中度。



第六, 其他稳健性检验。 首先, 更换创新指标。 一是引入企业是否申请专利

的虚拟变量 (申请取 1, 否则取 0) ; 二是使用专利授权、 被引的数量以及研发

投入 (均取原值加 1 的对数) ①。 其次, 更换贸易伙伴创新指标。 一是采用贸易

伙伴被认定的比例; 二是采用贸易伙伴被认定的总数。 再次, 考虑到供应商或客

户为关联企业可能造成的偏差, 剔除相关样本。 最后, 使用行业—年份和省份—
年份固定效应以控制可能起干扰作用的随时间改变的行业和省份层面其他政策。
由表 5 可知, 上述稳健性检验基本不影响基准回归结论, 说明本文的研究结果较

为稳健。

表 5　 其他稳健性检验

面板 A　 全样本

变量

是否申
请专利

专利
授权

专利
引用

研发
投入

被认定
比例

被认定
总数

行业—
年份固定

省份—
年份固定

关联
企业

(1) (2) (3) (4) (5) (6) (7) (8) (9)

TP it
0. 146∗∗ 0. 097∗ 0. 091 0. 501 　 0. 212∗∗∗ 　 0. 128∗∗∗ 　 0. 125∗∗ 　 0. 123∗∗ 0. 133∗

(1. 97) (1. 74) (1. 62) (1. 50) (3. 15) (3. 85) (2. 08) (2. 04) (1. 96)

控制变量 是 是 是 是 是 是 是 是 是

固定效应 是 是 是 是 是 是 是 是 是

N 3
 

986 4
 

002 4
 

002 4
 

002 4
 

002 4
 

002 4
 

002 4
 

002 3
 

082

R2 0. 402 0. 402 0. 411 0. 435 0. 422 0. 423 0. 424 0. 435 0. 459

面板 B　 供应商

变量

是否申
请专利

专利
授权

专利
引用

研发
投入

被认定
比例

被认定
总数

行业—
年份固定

省份—
年份固定

关联
企业

(1) (2) (3) (4) (5) (6) (7) (8) (9)

TP it
0. 156 　 0. 362∗∗∗ 0. 188∗∗ -0. 454 　 0. 332∗∗∗ 　 0. 328∗∗∗ 　 0. 315∗∗∗ 　 0. 311∗∗∗ 　 0. 322∗∗∗

(1. 29) (4. 00) (2. 06) ( -0. 84) (3. 23) (4. 88) (3. 24) (3. 09) (2. 68)

控制变量 是 是 是 是 是 是 是 是 是

固定效应 是 是 是 是 是 是 是 是 是

N 1
 

813 1
 

834 1
 

834 1
 

834 1
 

834 1
 

834 1
 

834 1
 

834 1
 

413

R2 0. 402 0. 435 0. 463 0. 380 0. 461 0. 467 0. 470 0. 490 0. 521

注: 第 (1) 列采用 Probit 模型, 括号中是 z 值, 其他列采用 OLS 模型, 括号中是 t 值; 第 (4) 列的因变量为研发投入, 不
再作为对应列的控制变量引入。

(三) 异质性分析

1. 关系持续时间

一般而言, 人的活动是知识在企业贸易网络中溢出的重要桥梁 ( Kogut
 

and
 

Zander, 1992) [23] , 且有效交流和知识传递均需要时间的累积。 因而, 企业与其贸

31

《国际贸易问题》 2022 年第 12 期

①根据表 5 的第 (1) — (4) 列, 贸易伙伴创新水平的提升从产出端而非投入端激励了企业研发创

新。



易伙伴之间贸易关系的持续时间是知识在企业贸易网络中溢出的重要影响因素。 基

于此, 本文以在样本期内多次成为企业贸易伙伴的企业占全部贸易伙伴的比例

(Dumit) 刻画关系持续时间, 将其以交互项的形式引入计量模型 (19)。 根据表 6
的第 (1)、 (3) 列, 企业与其供应商关系的持续时间越长, 供应商技术改进对企

业创新行为的激励效应越大, 符合理论预期。 但全样本的上述影响效应仅在 15%
的水平上显著。

2. 吸收转化能力

一般来说, 企业的吸收转化能力决定了其受益于贸易伙伴知识溢出的程度

(Oh, 2017) [24] 。 并且, 与低技术企业相比, 高技术企业可以利用自身的技术优势

更好地消化和吸收网络中其他企业的信息和技术。 对此, 本文以企业自身是否为高

企 (Dumit) 刻画吸收转化能力, 将其以交互项的形式引入计量模型 (19)。 根据

表 6 的第 (2)、 (4) 列, 企业的吸收转化能力越强, 供应商技术改进对企业创新

水平的提升效应越大, 符合理论预期。 同样地, 全样本的上述影响效应仅在 12%
的水平上显著。

表 6　 异质性分析

变量

全样本 供应商

关系持续时间 吸收转化能力 关系持续时间 吸收转化能力

(1) (2) (3) (4)

TPit×Dumit

0. 078 0. 122 0. 188∗∗ 0. 248∗

(1. 42) (1. 55) (2. 06) (1. 91)

TPit

-0. 010 0. 069 0. 131 0. 171

( -0. 09) (0. 93) (1. 00) (1. 34)

Dumit

-0. 110∗∗∗ 0. 981∗∗∗ -0. 055 0. 898∗∗∗

( -2. 99) (15. 01) ( -1. 04) (9. 16)

控制变量 是 是 是 是

固定效应 是 是 是 是

N 4
 

002 4
 

002 1
 

834 1
 

834

R2 0. 363 0. 422 0. 414 0. 462

(四) 进一步讨论: 企业贸易网络中的高阶创新溢出

前文考察了企业贸易网络中的直接创新溢出, 下面进一步探讨网络中的高阶创

新溢出, 即同时关注直接和间接贸易伙伴的技术改进如何影响企业的创新行为。 本

部分将贸易伙伴是否获得高企认定的变量重新定义如下:

TP it = ∑
N

j = 1
(hijt -1 j = i) × tp jt (2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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其中, TP it 表示企业 i 的直接和间接贸易伙伴整体受政策冲击的情况①。 tp jt 是

直接或间接贸易伙伴 j 是否获得认定的变量 (是则取 1, 否则取 0)。 hijt 是总投入

系数矩阵 H② 的元素。 1 j= i 是 j = i 的指示函数 ( j = i 时为 1, 否则为 0), hijt -1 j= i 的

目的在于剔除企业自身受到的直接政策冲击。 从表 7 可以看出, 高企认定政策引致

的直接和间接贸易伙伴的技术改进显著激励了企业研发创新, 说明企业贸易网络中

存在高阶创新溢出, 但上述结论仅对直接和间接供应商显著, 这同仅考察直接创新

溢出的基准回归部分的结论一致。

表 7　 企业贸易网络中的高阶创新溢出

变量
全样本 供应商 客户

(1) (2) (3) (4) (5) (6)

TPit
0. 351∗∗∗ 0. 147∗∗ 0. 464∗∗∗ 0. 209∗∗∗ 0. 160 0. 064

(5. 04) (2. 30) (5. 64) (2. 77) (1. 31) (0. 59)

控制变量 否 是 否 是 否 是

固定效应 是 是 是 是 是 是

N 4
 

002 4
 

002 4
 

002 4
 

002 4
 

002 4
 

002

R2 0. 335 0. 421 0. 336 0. 421 0. 330 0. 420

五、 机制检验

(一) 成本降低机制

前文的理论模型表明, 供应商的创新水平越高, 企业的边际成本就越低, 而边

际成本的降低有利于增加企业研发投资的边际利润, 从而促使其研发创新。 为了检

验这一机制, 本文使用供应商样本, 采用企业投入占产出百分比加 1 的自然对数作

为边际成本的代理变量, 并将其作为中介变量 (Channelit), 构建包括式 (19) 和

如下两式的中介效应模型:
Channelit = α + βTP it + γX it + ti + pt + ηo + δ j + λr + εit (22)

INit = α + βTP it + μChannelit + γX it + ti + pt + ηo + δ j + λr + εit (23)
根据表 8 的第 (1) 列, 当边际成本作被解释变量时, TP it

 的系数在 5%的统计

水平上显著为负, 即供应商创新水平的提升显著降低了下游企业的边际成本。 当把

中介变量和政策冲击变量同时放进模型时, 第 (2) 列结果显示, 边际成本的降低

有利于企业研发创新, 且 TP it 的系数与基准结果相比显著减小, 表明成本降低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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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

②

 

TPit 是企业 i 所有直接和间接贸易伙伴受政策扶持情况的加权, 权重为每个贸易伙伴对企业 i 的影

响力。
H 对应的直接投入系数矩阵 Ω 的元素 ωij 定义为: 若企业 j 是企业 i 的直接贸易伙伴, 则 ωij 取 1 除以企

业 i 全部直接贸易伙伴的数目, 否则取 0。



道确实是供应商创新溢出的作用机制①。

表 8　 机制检验

变量
边际成本 企业创新 产出 企业创新 特定客户购买 企业创新

(1) (2) (3) (4) (5) (6)

Channelit
-0. 570∗∗∗ 0. 019

( -4. 46) (0. 26)

TPit×Divit
　 0. 047∗∗

(2. 11)

TPit
-0. 043∗∗ 0. 259∗∗∗ -0. 004 0. 005 -0. 159∗∗∗ -0. 077

( -2. 43) (2. 70) ( -0. 24) (0. 07) ( -4. 37) ( -0. 88)
控制变量 是 是 是 是 是 是

固定效应 是 是 是 是 是 是

N 1
 

787 1
 

787 3
 

058 3
 

058 5
 

626 3
 

058

R2 0. 279 0. 469 0. 966 0. 403 0. 585 0. 404

(二) 产出扩张机制

前文的理论模型表明, 客户创新水平越高, 企业的产出就越高, 而产出的提升

有利于增加企业研发投资的边际利润, 从而促使其研发创新。 为了检验这一机制,
本文使用客户样本, 采用企业销售收入加 1 的自然对数作为产出的代理变量, 并将

其作为中介变量 (Channelit), 涉及的计量模型同样包括式 (19)、 式 (22) 和式

(23)。 根据表 8 的第 (3) 列, 当产出作被解释变量时, TP it
 的系数不显著, 即客

户的技术改进并未显著增加上游企业的产出。 同时, 当把中介变量和政策冲击变量

同时放进模型时, 第 (4) 列结果显示, TP it 的系数同样不显著②。
上述结论与理论模型不符, 一个可能的解释是 “投入替代性假说”, 即客户技

术改进引致对上游产品需求的替代。 例如, 环境规制政策倒逼企业绿色技术创新

(李青原和肖泽华, 2020) [26] , 反过来, 企业设计出更加清洁的机器设备后, 也会

减少对高污染投入品的使用。 此外, 转变经济增长方式, 使用研发要素替代物质要

素, 也是新常态下中国经济可持续发展的应有之义。 为验证这一假说, 将特定客户

的产品购买额 (原值加 1 的自然对数) 对其受到的政策冲击进行回归。 根据表 8
第 (5) 列, 客户技术改进显著降低了其产品需求, 即客户创新能力提升引致了对

上游企业产品需求的替代, 符合 “投入替代性假说”。
客户技术改进未能激励企业创新的另一个可能解释是 “投入专用性假说”, 即创

新能力较强的客户可能对其中间投入的性能有特定要求 ( Fischer
 

and
 

Reuber,
2004) [27] 。 企业为维护和重要客户的关系, 满足客户需求, 可能会专注于客户需要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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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

②

 

我们还使用 Sobel (1982) [25] 的方法进行了系数乘积检验, 得出 Sobel 检验 p 值小于 0. 05, 说明中介

效应成立。

 

可以看出, Channelit 的系数也不显著。 进一步分析表明, 企业产出和规模具有高度共线性 (相关系数

超过 0. 9), 若将 Sizeit 从模型中去掉, 则 Channelit 的系数显著为正, 说明产出的增加有利于企业创新。



特定产品, 减少用于自主研发的资源。 可以看出, “投入专用性假说” 成立的一个关

键条件是企业的产品具有单一性。 为验证这一假说, 本文在式 (19) 中引入多样化

经营 Divit 与 TPit 的交互项。 由表 8 第 (6) 列可知, 交互项的系数显著为正, 说明多

样化经营减弱了客户研发对企业创新的不利影响, 即 “投入专用性假说” 成立。

六、 结论与启示

本文通过构建一个生产网络与创新溢出模型, 并以高企认定政策构造外生冲

击, 基于中国上市公司供应商—客户贸易网络数据进行检验, 研究了企业与上下游

伙伴形成的贸易网络中的创新溢出效应, 得出如下主要结论: (1) 高企认定政策

引致的贸易伙伴创新水平提升显著激励了企业的专利申请, 即创新可以沿着企业贸

易网络溢出。 (2) 在进行平行趋势检验、 安慰剂检验、 PSM 方法匹配控制组检验、
工具变量检验, 并更换主要变量, 考虑关联企业以及随时间改变的行业和地区层面

因素的影响后, 基础结论仍然稳健。 (3) 企业贸易网络中的创新溢出具有双向和

高阶特征。 一方面, 供应商创新通过降低边际成本的渠道促进了下游企业的创新投

资, 但由于投入的替代性和专用性, 客户创新未能通过增加产出的渠道激励上游企

业创新; 另一方面, 高阶贸易伙伴的创新水平提升同样显著促进了企业的创新行

为, 且这一关系仍仅对高阶供应商显著。 (4) 异质性分析表明, 企业与其贸易伙

伴的贸易时间越长、 企业的吸收转化能力越高, 企业贸易网络中的创新溢出效应

越强。
本文考察了企业贸易网络中的创新溢出效应, 对生产网络化背景下利用企业贸

易网络破解企业创新困境具有重要启示。 首先, 企业拓展贸易网络时, 应将企业贸

易网络带来的创新效应纳入到其经营目标和生产函数中, 尤其是利用好直接和间接

供应商的知识溢出。 其次, 政府制定产业政策时, 应综合评估政策的直接效应和企

业贸易网络引致的溢出效应, 即要用更加一般均衡的思想进行政策设计。 再次, 企

业应与其贸易伙伴保持良好且持久的商业关系, 持续提高自身技术水平, 以更好地

吸收和转化来自贸易伙伴的知识溢出。 最后, 由于客户创新带来的中间投入替代和

中间品专用等, 企业可能面临较大的交易成本和不确定性, 不利于其充分利用来自

客户的知识溢出。 因此, 企业应尽量选择多元化的经营策略, 进行更多的自主研发

和创新, 从而获得长期竞争优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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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This
 

paper
 

investigates
 

the
 

innovation
 

spillover
 

effects
 

in
 

the
 

trade
 

network
 

between
 

firms
 

and
 

their
 

upstream
 

and
 

downstream
 

partners.
 

We
 

first
 

build
 

a
 

model
 

of
 

pro-
duction

 

network
 

and
 

innovation
 

spillover,
 

then
 

conduct
 

the
 

empirical
 

analysis
 

based
 

on
 

the
 

exogenous
 

shock
 

of
 

high-tech
 

firm
 

recognition
 

policy
 

and
 

the
 

dataset
 

of
 

suppliers-custom-
ers

 

trade
 

network
 

of
 

Chinese
 

listed
 

firms.
 

The
 

results
 

show
 

that
 

technological
 

improvement
 

of
 

trade
 

partners
 

significantly
 

promotes
 

firms
 

innovation,
 

which
 

means
 

that
 

innovation
 

can
 

spill
 

over
 

along
 

firms
 

trade
 

network.
 

And
 

such
 

effects
 

are
 

greater
 

when
 

the
 

trade
 

duration
 

between
 

firms
 

and
 

their
 

partners
 

is
 

longer
 

and
 

when
 

firms
 

absorptive
 

and
 

transformative
 

capacity
 

are
 

stronger.
 

Moreover,
 

the
 

innovation
 

spillover
 

effects
 

in
 

the
 

network
 

are
 

two-
way

 

and
 

high-order.
 

Suppliers
 

innovation
 

promotes
 

innovation
 

investment
 

of
 

the
 

down-
stream

 

firms
 

through
 

the
 

channel
 

of
 

cost
 

reduction.
 

However,
 

customers
 

innovation
 

does
 

not
 

stimulate
 

R&D
 

innovation
 

of
 

the
 

upstream
 

firms
 

through
 

the
 

channel
 

of
 

output
 

expan-
sion

 

because
 

of
 

the
 

specialization
 

and
 

substitution
 

of
 

inputs.
 

In
 

addition,
 

innovation
 

of
 

high-order
 

trade
 

partners
 

also
 

promotes
 

firms
 

R&D
 

innovation,
 

and
 

this
 

effect
 

is
 

signifi-
cant

 

only
 

for
 

high-order
 

suppliers.
 

This
 

paper
 

provides
 

essential
 

enlightenment
 

for
 

firms
 

to
 

use
 

the
 

trade
 

network
 

to
 

break
 

the
 

dilemma
 

of
 

innovation.
Keywords:

 

Innovation
 

Spillover;
 

Trade
 

Network;
 

Recognition
 

of
 

High-tech
 

Firms;
 

Network
 

Analysis;
 

Chinas
 

Economy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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